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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鼓藏”文化内涵的人类学解读 

——基于互赠“礼物”的分析 

彭思涛 邓晓华
1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传统节日文化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有重要作用，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吃鼓藏”是贵州苗族最隆重的祭祀活动，承载着苗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贵州省

黔东南州雷公山地区“吃鼓藏”习俗仪式表明，“吃鼓藏”的礼物互馈行为是祖先崇拜与集体记忆构建与强化的物

质载体，体现了苗族社会运行的地方道德与社会伦理，是构建和谐苗族社会的重要因素;礼物体现了苗族族群关系

与族群认同，也是苗族加强亲属关系联接的物化象征，具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功能，是传承苗族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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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吃鼓藏”又称“吃牯脏”“鼓社祭”“鼓藏节”“牯臓节”“鼓社节”“牯脏节”，是盛行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公山与

月亮山区苗族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吃鼓藏”在苗语中，用“nongx jangd、nonggx niel 或 nongx jangd niel”表达，“niel”

意为“鼓”，“鼓”是能发出声音的一种祭祀器皿，苗族人认为“鼓”是祖先安息之地或其化身，是独特的地方性认知
[1-2];“jangd”意为“社团”(名词)，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日子以及祭礼[1-2]，作为动词是指“祭祀社神”的活

动;“nongx”与“niel”为“吃鼓”，而“藏或脏”是“jangd”的汉语音译，约定俗成的汉译为“吃鼓藏”。由于“吃鼓藏”

是对苗族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隆重的祭祖仪式的他族语译[3]，与历史上记载的或学者使用的“吃牯脏”、“吃牯藏”或“牯臓节”

等实质上是同义的。为避免引起内脏、脏等相关歧义，本文采用“吃鼓藏”的直译表述。“吃鼓藏”间隔 12年举行一次，因此

深受苗族重视，部分家庭甚至为“吃鼓藏”而穷尽其财。这一习俗也因过于“铺张浪费”而一度被禁止，但在 2000 年后重新盛

行于雷公山与月亮山苗族村寨。 

“吃鼓藏”包括一系列复杂的仪式与禁忌，呈现出苗族独特的文化而被学者广泛关注。其中关于“吃鼓藏”的溯源、仪式

的民族志分析最为普遍。刘锋在其《鼓藏节:苗族祭祖大典》一书里收集了六种关于“吃鼓藏”来历的传说[4]。李廷贵从苗族古

歌中的《花娘碟娘》与《醒花娘》唱词中分析“鼓社节”猎兽祭祀
[2]
。潘光华、翁家烈等众多学者也对鼓藏节来源的传说作出过

阐述。这些传说大多跟祖先崇拜、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礼仪、爱情与子孙繁茂期望等有关系。杨正文认为苗族对祖先的坟祭

和家祭在统合家族的能力上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更加强大的祭祀来统合家族[3]。王洪光、孙华认为祭祀用的水牛应与苗族有特定

的某种联系，与周朝“大牢”、“少牢”所用牺牲核心种类思想可能有一定联系[5]。苗族鼓藏节亲戚分享剩余牲肉的这一现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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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蒙古人、契丹人等的祭祀有相似之处。但是苗族鼓藏节与商周时期的汉族、甚至与古代蒙古族或契丹人等具有怎样的联系，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做进一步研究。龚锐、汤欣烨、靳惠娟从人类学的角度对鼓藏节“仪式”进行分析，认为“吃鼓藏”是村

民对祖先的崇敬、尊重以及对鬼魅的惧怕而引发的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信仰，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族盛宴，是宗族认同与

宗族权利的体现[6]。 

“吃鼓藏”具有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功能。潘光华通过对“吃鼓藏”各仪式的研究发现，“吃鼓藏”在苗族族群中具有文

化传承、统和家族、稳定苗族族群以及刺激经济等功能[7]。“吃鼓藏”有利于确定和巩固鼓社的地域范围，确定其公共财产，形

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状态，具有军事联盟作用，体现民主等[8]。“吃鼓藏”还具有缅怀祖先，恳请祖宗保佑后代、唤起整个族群的

血亲意识，使整个家族、氏族甚至整个族群变得更加团结的功能;具有联络感情、巩固亲情、结交友情，传承苗族传统文化等功

能
[9]
。刘锋发现鼓藏节仪式、禁忌和回礼分配等体现了亲属亲疏体制与“舅权”权利制衡机制

[10]
。杨正文通过鼓藏节仪式等发现

隐在鼓藏节背后的社会组织;通过对祖先、家族、姻亲关系的确认与强化，使苗族社会关系获得了制度化的统合，社会得以有秩

序地运行[3]。不可否认，鼓藏节的一整套仪式，包括鼓藏头的产生，均是苗族社会运行规则与地方习惯法的体现。不但传承了民

族文化，也作为一种权力符号对民族村寨社会秩序起到调适作用[11]。通过鼓藏节，苗族社会建立了临时性、宗族性的仪式领导

组织，表达了对祖先的群体性哀思，实现了宗族内部的礼物流动[12]。此外，杨正文、龚锐等学者还认为，“吃鼓藏”的杀牛活

动在经济上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苗族社会的生产活动，具有刺激经济的功能。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吃鼓藏”的来源、仪式与功能等内容。但鲜有对礼物的文化、社会功能进行深入的人类学

分析。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吃鼓藏”的礼物与其他环节与仪式一样，均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礼物的互

赠行为反映了苗族社会运行规则，是苗族集体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通过“吃鼓藏”系列活动，有利

于族群边界的维持与强化，增强苗族群众自信心与自豪感，加强不同村落之间的联系与往来，促进苗族乡村融合发展。 

二、黔东南苗族“吃鼓藏”礼物个案分析 

鉴于“吃鼓藏”规模大小、仪式繁简、杀牲类别因地区而异，礼物也因鼓社而不同。笔者在考察雷公山地区控拜村的基础

上对其“吃鼓藏”礼物进行分析。控拜村地处雷公山北面，隶属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距西江镇 11公里，全村村民皆为苗族，

属于典型雷公山苗族聚落。“吃鼓藏”的相关仪式与活动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其作为田野点，对其鼓藏节的礼物

进行分析。 

(一)送礼 

任何一个村寨都有一些特定的物品是参加“吃鼓藏”祭祀时的必备品，控拜村亦如此。控拜村“吃鼓藏”祭祀必备品主要

有鸭子、鲤鱼、糯米饭、米酒和鞭炮等。首先，鸭子须是鲜活的公鸭，数量为单数;其次是鲜活的鲤鱼，同样要单数，3 条、5

条、7条、9条不等，在赠送鸭子与鲤鱼方面，控拜村的情况与刘锋对三棵树大乌烧村“鼓藏节”的描述基本吻合，这也证明在

雷公山地区，“吃鼓藏”活动具有内部相似性;第三是糯米饭，按照传统做法，糯米饭应该 2～3升(村寨盛稻米的容器——升子，

每升约 1公斤);第四是米酒，米酒数量不限，主要是根据自身的能力、身份和偏好等而定;第五是鞭炮，鞭炮的数量同样没有规

定，视客人的身份与经济能力而论。其他礼物如饮料、家居用品乃至现金红包等时有出现，是受到现在风俗影响而派生出来的

“新礼品”，不属礼物之必需品，本文不作探讨。 

(二)回礼 

受邀参加“吃鼓藏”祭祀活动的都是本家或者本族的姻亲和血亲(目前有向非姻、血亲扩散的现象)。客人带礼物参加祭祀

活动之后，主人会予以相应的回礼。而回礼的类别也有相应的规定。一般一头牛分为头腿、二腿、三腿、四腿四个部分，其中

头腿归母舅，二腿送妻舅，三、四腿送给其他至亲
[13]
。而在笔者调查的雷山县控拜村(控拜村吃猪鼓藏)，最重要的回礼是猪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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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尾巴的猪腿必须赠予舅舅(下文分析)，其次为姑爷，最后才是一般客人，但须保证每户均可带回一只猪腿。其次为米酒，无

需规定量的多寡，仅有象征意义。第三为糯米饭，与米酒意义相同，不论多寡，只为象征。礼物原本只是一种象征，近年来受

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大有攀比之意。 

三、礼物的人类学解读 

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之一。研究礼物交换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和诠释既定社会中不同文化规

则及社会关系结构的途径[14]。礼物互赠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种重要交换方式，也是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关于礼

物交换，法国学者莫斯曾做过深入分析，认为礼物的给与是一种总体性呈现体系[15]。所有环节——交换、给与、接受和回报过

程都承载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义务。同时，礼物的交换还表现出整体性、强制性和集体性的权力与利益原则。参与“吃鼓藏”

的亲戚赠礼与主人的回礼都带有集体性的权力与利益的性质，也是苗族社会亲属关系的运行原则与道德规范的体现。 

“吃鼓藏”有一套严格的仪式与禁忌，礼物也被赋予特殊的文化意义。“鸭子和鲤鱼”，是苗族寻根问祖的重要象征物。

苗族祖先原居在大河流域，鱼鸭成群，是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食物。由于战乱与长期迁徙，苗族先民已背井离乡，为了让子孙铭

记此段历史，鱼和鸭子被赋予纪念故土与迎合祖先饮食习惯的特殊文化意义。以此作为祭祀礼物，不仅寄希望获得祖先的庇护，

还能强化苗族族群对祖先和故土的集体记忆。单数的公鸭与鲤鱼则与生殖崇拜、子孙繁衍有关。据村民介绍，公鸭代表着男性，

单数则表示尚未圆满，需要女性一方来团圆，共同繁衍后代。由于鲤鱼具有产籽能力强的特征，苗民寄寓于鲤鱼则希望子孙后

代繁衍昌盛。糯米饭的香味代表着对苗族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希望未来的生活像糯米饭一样香甜。糯米饭团的粘性意味着苗

族群体的团结。 

鞭炮最初在进村之前就开始燃放，用于驱赶一种名为“老虎鬼”的鬼魂，同时也是客人到来的信号。但当前，鼓藏头(主持

“吃鼓藏”仪式的“祭师”)也承认，燃放鞭炮只是作为热闹程度与客人大方程度相关的表象性行为。 

苗族保持着“娘亲舅大”的文化传统，舅舅社会地位排在姑父之前。在回礼中，作为祭祀的猪肉，按照一定规则分送给参

加“吃鼓藏”的客人，带尾巴的猪腿必须作为回礼给舅舅(杀猪时也须请舅舅，意为有头有尾，体现对舅权的服从与尊重)，其

次才轮到姑父，一般客人则排在最后。除了分享牲肉之外，主人还得将客人带来的米酒与糯米饭各自留一些返回给客人。按照

村民的解释是来客带来的祭品数量太多，以至于他们吃不完、喝不完。祭祀祖先的酒与糯米饭也让他们(客人)带回去与客人祖

先分享，双方的祖先均可分享祭祀食物。不难看出，礼物的原则与“吃鼓藏”由来、族源等传说一样，在苗族的认知中，都体

现出对祖先的崇拜、祈求子孙繁茂、祈求团结幸福的愿望。 

(一)“祖先崇拜”与族群集体记忆的载体 

“吃鼓藏”中的礼物均指向祖先崇拜。鸭子、鱼等作为回忆祖先故地的礼物应该是苗族在迁徙过程中，不断用于提醒自己、

铭记祖先故地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需要通过借助一系列宗教性仪式或者其他物质载体(鱼、鸭、稻、服饰、银饰等)不断进行

强化。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宗教记忆不是在保存过去，而是借助过去留下的物质遗迹、仪式、经文和传统，并借助晚

近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资料，也就是说，现在重构了过去[16]。贵州苗族聚居地多集中在有河流、湖泊的地方，仍然能利用

现有的条件(稻田、河湖)从事鸭与鲤鱼的养殖。这种稻-鱼或稻-鱼-鸭系统不仅是传统农耕文化精髓的体现，更为苗族构建集体

记忆，追忆祖先提供了物质条件。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础，所以，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那些有着标志性和典型性意义的历

史记忆就在塑化该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意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通过祭祖仪式，借用近晚的心理和社会资料象征性地为苗族

的子孙后代再现了祖先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等，以达到缅怀祖先的目的。此外，通过文化集体记忆的延续，人们才能够感知

自身与所处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因果联系，并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保持对这种记忆所蕴含的某些文化价值的认同，形成一个族

群身分认同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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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苗族社会运行规则的体现 

苗族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及村规民约，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亦增强了族群内聚力
[18]
。礼物的交换是苗族族群之间相

互交往的社会规则和地方道德的体现。不同于其他节日，邀请亲友参加“吃鼓藏”是一个必备环节，且参与亲友多寡，体现其

宗支的强弱。如不邀请亲友参加“吃鼓藏”，则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即他的身份在村寨中是否被继续认可，亦或不被亲戚

认可。而作为被邀请的亲友也必须默认和接受“吃鼓藏”的事实与规则，即必须要参加，且须带上特定的礼物。如若不能参加，

须将原因提前告知主人。无故不参加则被视为与主人家断绝亲戚关系，不遵循“吃鼓藏”礼物规则将被视为对主人的大不敬。

这些规则不仅是适用于苗族社会，同样还适用于被邀请的非苗族朋友。笔者也受邀参加了“吃鼓藏”节，按照当地要求带上礼

物，结束时也获得了赠与的猪腿。因此，邀请与被邀请、赠礼与回礼已经由“吃鼓藏”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演变成一种社会规

则与地方道德。优先分配给舅舅的礼物回赠的规则也反映了苗族社会关系。舅舅作为祖源，是苗族社会运行、伦理礼俗的基础。

此外，礼物还作为祭品，是族群关系的表征和联合祭祀的重要体现。作为祭品，表征主、客之间一种特殊的认同关系，主人的

祖先认可客人的祭祀，客人也认可主人的祖先。祭品的特征体现了苗族对同一宗支的重视，即被认可为同一家族亲缘关系。同

时，象征性的回礼也表达了主人对客人祖先的尊重(避免顾此失彼)，体现了苗族的朴素和谐社会理念。 

(三)父权制的体现 

诸多学者认同，舅权制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遗存。在苗族社会中，父子连名、家庭财产继承等都体现了父权家庭

的特征。一方面男性在家中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公鸭象征反映出对苗族男性地位的推崇。另一方面，男性地位也随着战争而

不断得到提升。频繁的战争使苗族男子损失惨重，仅乾嘉起义苗民被杀被围困饿死“不下 30 万人”。被烧毁 1224 个村寨，占

总寨数 75%，杀戮十之七八，“数十百寨无一人”[19]70。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单数公鸭和鲤鱼被自然地视为崇尚父权家庭制的

一种象征，希望通过增加男性的方式为苗族增添更多子孙以对抗压迫。正如苗族古歌《张秀眉之歌》唱词提及:“杀我秀眉杀不

完，苗家繁殖如鱼崽”[19]110。可见，通过公鸭和鱼寄予增加男性的希望是苗族在不断迁徙与战争中用以加强和固化男性尊崇地位

的体现。 

(四)族群边界的维持与强化 

仪式活动本身就有区分群体、标记边界，使之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功能[20]。苗族正是通过这样的仪式与活动，有规律性地强

调共同起源记忆与“苗族”称号，建立并保持族群边界[21]。族群边界的维持与强化并非手段，而是目的。由于苗族的家祭、坟

祭只针对有限的亲属之间，对家族的统合能力有限，如果没有更庞大的祭祀体系，很容易导致家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分裂。

在家祭和坟祭时，一般不会涉及到家庭以外的其他亲戚，而在“吃鼓藏”活动中，凡是跟主人有一定血亲、姻亲关系均可被纳

入被邀请之列。被邀请的人被认为具有共同的祖先。这样的祭祀方式显然超出家祭范围所及，在一定的代际和亲等内强化了相

互之间的联系，并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为同一祖先的事实。这为保持苗族社会团结稳定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支撑。礼物也

就自然地成为亲属关系的粘合剂，成为族群边界维持与强化的手段。 

四、结论与讨论 

“吃鼓藏”是苗族最重要的祭祖节日，是苗族集体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在苗族族群中具有文化

传承、稳定苗族族群以及社会秩序等功能。“吃鼓藏”中的礼物均指向祖先崇拜，任何一个苗族村寨都有特定的物品是参加“吃

鼓藏”祭祀时的必备品。亲友的邀请与礼物互馈等现象是“吃鼓藏”节日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通过礼物的互馈环节，苗族的族

群边界以及族群的集体记忆得到有效的强化，有利于增强族群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在“吃鼓藏”的过程中，礼物互馈与复

杂的仪式让年青人对其传统文化与社会运行规则有更深的理解，可加强地方社会治理，对构建和谐社会与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 

然而任何一种文化事项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的
[22]
。全球化加速了信息、物质流动的同时，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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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化变迁的速度。苗族传统文化也在全球化推动下迅速嬗变。首先是礼物的品种有被现代商品取代的趋势。在笔者调查中发

现，不少村民的礼物已更换成啤酒、饮料以及日用品等。这些礼物显然不具有传统礼物的文化内涵，对鼓藏节文化变迁的影响

尚需进一步研究。其次是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不少学者也提出质疑，认为“吃鼓藏”有悖伦理，过于浪费。这些观点

主要集中在杀牲环节，社会上比较关注这些在他们看来很血腥的场面。杀牲不但血腥，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吃鼓藏”将如何嬗变，是否像雷山县控拜村一样改成吃“猪鼓藏”，依然有待观察。最后，随着旅游活动

不断推进，各种苗族文化都被推上舞台。将传统文化事项进行现代化包装，并集中展演，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族群的生活、

精神与习俗、族群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23]，但其最主要的目的仍是为了迎合游客的偏好与新奇感，而进行对苗族文化(尤其是

神圣的祭祀文化)进行舞台化、表演化的开发。这种常态性表演打破了文化的传统生态和环境，正失去传统文化的功能，可能会

使部分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误解。“吃鼓藏”是否会像其他文化活动一样为迎合“大众口味”而改变是值得全社会深思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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